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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学研究

汉初内史职能辨析

张梦晗

【提　要】内史是汉初承袭秦制最早设置的中央职官之一，它的设置当与周秦以来内史
所享有的较高地位，以及战争频仍的时代背景有关。由于刘邦集团最初没有在关中建都的
打算，迁都关中后亦有营建新都长安、徙民充实关中等工作需要先期开展，故直到高帝九
年才按照秦制恢复内史对关中的掌治。从职能来说，汉初内史并不掌管全国财政，张家山
汉简 《二年律令》中的内史皆掌治关中。其时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本就十分有限，内
史如同时掌治关中和管理全国财政事务，则有权力过大之嫌。此外，对于汉初治粟内史的
持续存在，也不能断然予以否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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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汉初以秦制为蓝本逐步建立中央职官体系的过程中，内史是最早设立的职官之一。由高京侯
周苛 “以内史从，击破秦，为御史大夫”，① 以及 “沛公立为汉王，以苛为御史大夫”② 可知，刘邦
称王前便已有内史。关于秦汉内史的职掌及内史和治粟内史之间的渊源，一直以来研究成果颇丰。③

但考虑到汉初是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这一时期内史的职掌还比较模糊，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的某些
语焉不详之处，亦容易造成片面的理解，个别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。故本文就此再作一些辨
析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高帝九年前不以内史治关中

关于内史的职掌和属官，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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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１８ 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１１１５页。

班固：《汉书》卷４２ 《周昌传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２０９４页。

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彭邦炯：《从出土秦简再探秦内史与大内、少内和少府的关系与职掌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１９８７年第５期；张金
光：《秦简牍所见内史非郡辨》，《史学集刊》１９９２年第４期；宫长为：《云梦秦简所见财政管理———读 〈睡虎地秦墓竹简〉札
记》，《史学集刊》１９９６年第３期；［韩］崔在容：《秦汉内史和三辅研究》，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１９９６年；尹弘兵：《汉初内
史考———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》，《江汉考古》２００８年第３期； ［日］工藤元男：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
会》，［日］广濑薰雄、曹峰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１８～４９页；杨振红：《从秦 “邦”、“内史”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
期郡县制的发展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３年第４期。



内史，周官，秦因之，掌治京师。景帝二年分置左 〔右〕内史。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
京兆尹，属官有长安市、厨两令丞，又都水、铁官两长丞。左内史更名左冯翊，属官有廪犠令
丞尉。又左都水、铁官、云垒、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。①

彭邦炯先生认为，此处 “掌治京师”是独立句，意在表明 “秦末汉初内史的职掌范围”。标点本 《汉
书》在 “秦因之”后作逗号，会使人理解为内史从周代开始直到秦汉都是 “掌治京师”的官员。② 周
秦以来内史的发展沿革，确实不是 “掌治京师”一语所能概括的。但这里不妨暂且将内史的演变搁
置一边，先来看看汉初内史继承掌治京师职能的经过。
根据 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皆属 “故秦内史”，③ 可见秦内史的治域与汉代

的三辅大致相当，主要是关中地区。汉政权入定关中后，本可沿袭秦制，以内史掌治关中，但却反
其道而行之，在关中先后设置了渭南、河上、中地三郡。《三辅黄图·三辅沿革》载：

秦并天下，置内史以领关中。项籍灭秦，分其地为三：以章邯为雍王，都废丘；司马忻为
塞王，都栎阳；董翳为翟王，都高奴；谓之三秦。汉高祖入关定三秦，元年更为渭南郡，九年
罢郡，复为内史。

何清谷先生据此指出，“汉元年，即公元前二○六年，灭塞后分其地置渭南郡、河上郡。汉二年，杀
章邯后又在关中西部置中地郡。汉初渭南郡只是秦内史的一部分”；“汉高祖九年，即公元前一九八
年，罢三郡，按秦制恢复内史”。④ 即从平定三秦到高帝九年，汉关中地区一直由渭南、河上和中地
郡治理，与内史无涉。
汉初不用内史治关中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刘邦并无建都关中的打算。刘邦称帝后 “都雒阳”，甚至

“欲长都雒阳”，⑤ 显示出关中三郡的设置不是贸然之举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将关中亦即过去秦的内史变
为汉的一般郡县。刘邦 “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多劝上都雒阳：‘雒阳东有成皋，西有殽黾，倍河，向
伊雒，其固亦足恃’”⑥ 更说明，即便楚汉战争期间刘邦曾 “都栎阳”，并令萧何 “治栎阳”，⑦ 在统
治集团多数成员的认识里，以关中为后方夺取天下也不过是一时之计，战争结束后，他们还是要回
到关东建都的。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：“高帝初还无意定都关中，所以分秦内史为渭南、河上、中地
三郡；定都后才恢服秦制。”⑧ 只是由于娄敬和张良深图远虑的劝谏，刘邦才最终决定 “入都关
中”，⑨ 也才会出现高帝九年 “罢郡，复为内史”的转折。
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高帝五年的 “殷内史杜恬”，瑏瑠 同样可证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雒阳”本注：
“周公迁殷民，是为成周。”瑏瑡 故殷内史很可能便是汉都洛阳时设置的内史。查 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
长修平侯杜恬 “以汉二年用御史初从出关，以内史击诸侯”，瑏瑢 在出任殷内史前，他应该就是内史。
只不过高帝五年五月即迁都关中，殷内史当很快又改回内史，它的具体职掌更无从知晓。但殷内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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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》卷１９上 《百官公卿表上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７３６页。

彭邦炯：《从出土秦简再探秦内史与大内、少内和少府的关系与职掌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１９８７年第５期，第７０～７１页。
《汉书》卷２８上 《地理志上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１５４３、１５４５、１５４６页。

何清谷校注：《三辅黄图校注》，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１、４页。
《史记》卷８ 《高祖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４７５、４７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５ 《留侯世家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４６８页。
《汉书》卷１上 《高帝纪上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３３页；《汉书》卷３９ 《萧何传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２００７页。

侯仁之主编：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》第１辑，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，第５８页。
《史记》卷８ 《高祖本纪》，第４７６页。
《汉书》卷１９下 《百官公卿表下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７４７页。
《汉书》卷２８上 《地理志上》，第１５５５页。
《史记》卷１８ 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第１１２２页。



的存在与刘邦不欲都关中彼此形成呼应，对于解释汉初，特别是楚汉战争期间不用内史治关中的原
因，亦不失为一个补充。
那么，除却殷内史的短暂插曲，既然直到高帝九年才复用内史治关中，为什么汉政权从建制起

就设立了内史？这虽然可笼统地解释为建立完整的职官体系的需要，即不论内史在设立的当下能否
发挥职能，为了将主体框架构建起来，都先予以设立。但如果细检史籍，就会发现丞相、御史大
夫、内史、治粟内史、太仆和中尉，高帝元年就已设立，太尉置于次年，而它如郎中令、廷尉、
典客、少府、卫尉和奉常等职官都是高帝五年以后设立的。① 这体现出中央各职官的设立有先后
之分，其中是否有严格的判别标准，我们不能确知，但内史作为最早设立的几种职官之一，其重
要性不言而喻。究其原因，当与周秦以来内史所享有的较高地位有关，同战争频仍的时代背景也
可能有一定的关联。
总的来说，内史的地位由其职掌决定。西周及春秋时期，内史以史官身份出现，主要负责掌

管天子的册命。② 秦内史袭自周制，职掌也应大体相同。③ 秦穆公时的廖是最早见诸史籍的秦国内
史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载戎有贤臣由余，令秦穆公倍感不安，问策于内史廖。廖建言以女乐送戎王
“夺其志”，同时离间由余和戎王的关系。穆公用其计，成功迫使由余降秦，并最终称霸西戎。④ 秦穆
公对内史廖的重视和信任，或缘于廖的智谋过人，但廖之所以能够近侍秦穆公左右，还是与内史
“掌书王命，遂贰之”⑤ 的本职密不可分。进入战国时期，尤其是商鞅变法以后，秦内史的权力范围
大幅扩张，不仅掌治关中的京师地区，还通过太仓和大内实现对全国县仓和公器的管理。⑥ 四川省青

７３１

张梦晗：汉初内史职能辨析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《汉书》卷１９下 《百官公卿表下》，第７４６～７４８页；“太尉”见 《史记》卷２２ 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
版，第１３２３页。

张亚初、刘雨：《西周金文官制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２９～３０页。按：于豪亮先生根据 《周礼·外史》 “外史掌书外
令”以及郑玄注 “王令下畿外”认为，外史掌畿外之令，则内史之所掌必然是畿内，此即 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内史 “掌治京
师”的由来 （参见氏著：《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》，《文史》第８辑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，第６～７页）。另，《周礼·内史》有
“执国法及国令之贰，以考政事，以逆会计”（《周礼·春官宗伯第三·内史》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，

第８２０页），可知周内史的职能不仅限于宣布王命，还辅佐天子处理具体政务。以上两方面，当为后文所述的秦内史双重性的发
源之处。

参见 ［日］工藤元男：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》，［日］广濑薰雄、曹峰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３７页；王
辉、萧春源：《珍秦斋藏王八年内史操戈考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２００５年第３期，第５２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 《秦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４３～２４５页。
《周礼·春官宗伯第三·内史》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８２０页。

内史通过太仓和大内管理秦国财政事务的观点，由日本工藤元男先生为代表的学者提出 （参见氏著：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
与社会》，第２３～３１页）。杨振红先生持不同意见，认为 “太仓、大内与内史不是一个系统，而和都官是一个系统”，太仓和大
内均是独立的中央机构 （参见氏著：《从秦 “邦”、 “内史”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》， 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３年第４
期，第５８、６１页）。但恐怕都官和内史并非判然两分。睡虎地秦简 《内史杂》：“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，上会九月内史。”都官
需将已处理而待补充的器物数量上报内史。又 《金布律》： “县、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，……都官输大内，内受买 （卖）

之，尽七月而觱 （毕）。都官远大内者输县，县受买 （卖）之。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，求先买 （卖），以书时谒其状内史。”这里
牵涉到对 “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，求先买 （卖），以书时谒其状内史”的理解。杨振红先生以为仅针对县的公器处理而言，笔者
则更赞同工藤元男先生的解释，即 “此规定应该适用于县、都官两者。因为两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”。故而不能凭此断定内
史、县和大内、都官属于两种系统，其中实际还存在着交叉。魏永康先生将看似独立于内史的太仓和大内解释为各自在某些方
面分担了内史的职务，可能更为通达 （参见氏著：《秦汉 “田律”研究》，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２０１４年，第１０２页）。此
外，杨振红先生还认为，睡虎地秦简中一些涉及内史的律令只在内史的辖县发生效力，如 《仓律》“入禾稼、刍稾，辄为廥籍，

上内史”，《效律》“禾、刍稾积廥，……至计而上廥籍内史”（以上分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中华书
局１９９０年版，第６２、４０、２７、５９页），亦值得探讨。因为倘若没有特别限定，秦律可通用于秦国境内全部地区。综合睡虎地秦
简反映的情况，工藤元男先生揭示的内史的结构更具合理性。但工藤先生对内史掌治京师职能的探讨却略显模糊，主要局限于
治粟内史从内史分离出去的前后一段时间 （参见氏著：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》，第３６～４２页）。相比之下，杨振红
先生对此的考察则更为细致。在爬梳 “邦”的概念、“国尉”、“国司空”等职官的性质以及周秦以来内史职掌的基础上，杨文提
出：“公元前五世纪以前，内史已成为王畿 （或诸侯国都）的行政长官。这样的内史之职一直延续至秦始皇统一。”（氏著：《从
秦 “邦”、“内史”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，第６６页）其说可从。



川县出土的秦武王二年 （公元前３０９年）木牍文曰： “二年十一月已酉朔朔日，王命丞相戊 （茂）、
内史匽，囗囗更修为田律。”① 这里内史匽紧随在丞相茂之后，地位的重要可见一斑。秦统一后，内
史的职掌进一步演变。太仓和大内从内史中分出，构成治粟内史，掌管全国财政，而内史则成为与
郡同级、专门 “掌治京师”的行政长官，② 岳麓书院藏秦简记有 “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”。③ 此期内
史的地位几乎未受影响。秦始皇时的内史蒙恬家门三世为秦将，其弟蒙毅 “位至上卿，出则参乘，
入则御前”，蒙恬 “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，名为忠信，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矣”。④ 以蒙恬这样既受
皇帝重用又具威信的大臣为内史，充分反映内史地位之高。迄于汉初，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·秩
律》有：

·御史大夫，廷尉，内史，典客，中尉，车骑尉，大仆，长信詹事，少府令，备塞都尉，
郡守、尉， 〈 〉将军， 〈 〉尉，汉中大夫令，汉郎中、奉常，秩各二千石。御史，丞
相、相国长史，秩各千石。（４４０－４４１）⑤

在中央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中，内史的位置仅次于御史大夫和廷尉，地位依然十分显赫，是知汉初统
治者对内史地位的重要性亦有明确认识。由此可以反推，周秦以来内史享有较高地位的历史传统，
当是使之成为汉初最早设立的职官之一的主要原因。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高帝九年以前的三位内史，周苛、周昌和杜恬都曾在反秦或楚汉战争期间

以内史领兵。周苛和杜恬已见前文，汾阴悼侯周昌亦 “初起以职志击破秦，入汉，出关，以内史坚
守敖仓，以御史大夫定诸侯”。⑥ 战争时期内史除了带兵打仗外，没有详细可考的职掌。⑦ 干戈扰攘
之际，大概不是内史被临时赋予了军事使命，而是带兵将领被直接委任为了内史。由武将担任有名
无实的内史，最实际的意义莫过于奖掖他们的战功，并借内史之职提高其地位，与拜韩信为相国、
曹参为左丞相和右丞相同理。⑧ 加之内史也曾有过领兵的纪录，如秦王政 “十七年，内史腾攻韩，得
韩王安，尽纳其地，以其地为郡，命曰颍川”，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“攻齐，大破之，拜为内史。秦
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，收河南”。⑨ 尽管不能据此认为内史本有军事方面的职能，
但起码证明内史与军事之间没有明显的隔膜，以内史领兵不违背战争形势的需要。所以从这个角度
来说，内史的早早设立也可能包含了军事方面的考量，可视为次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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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李昭和、莫洪贵、于采芑：《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———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８２年第１期，第１１页。

参见 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》，第３２～４２页；［韩］崔在容：《秦汉内史和三辅研究》，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１９９６
年，第８３～８４页。按：工藤元男先生将秦内史改组的时间系于战国晚期，颇具启发意义。然 《册府元龟》卷４８３云：“至始皇
并天下，有治粟内史。”又里耶秦简８－１８４５有：“丗二年迁陵内史计。”（陈伟主编：《里耶秦简牍校释》第１卷，武汉大学出版
社２０１２年版，第３９９页）特别是后者，虽不能作为秦统一后内史依然有权管理各县财政的确凿依据，但不能对其视而不见。因
此在无更多资料参考的情况下，笔者还是主张将内史职能产生分化的时间系于秦统一后。此外，杨振红先生指出，汉代作为行
政区划的内史虽与郡是同级别单位，但内史之职官在汉成帝官制改革前的西汉大部分时间内，仍班于中央诸卿之列，地位高于
郡守 （参见氏著：《从秦 “邦”、“内史”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，第６７页）。依此
类推，秦统一后的内史亦当如此。

陈松长主编：《岳麓书院藏秦简 （肆）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，第１９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８８ 《蒙恬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３０９６页。

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［二四七号墓］ 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６９页。按：
《二年律令》之 “二年”系吕后二年，《二年律令》谓吕后二年行用之律令。
《史记》卷１８ 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第１０６２～１０６３页。

有学者将周昌 “以内史坚守敖仓”与内史对仓库的管理联系，认为这是内史还未析分成内史和治粟内史的表现 （参见史卫：《从
收支项目看秦汉二元财政的源流》，《南都学坛》２００５年第２期，第１２页）。尽管不能否认内史管理敖仓的可能，但这当是内史
的临时职掌，参以周昌之后杜恬 “以内史击诸侯”的情状，其时内史的职能主要还是领兵作战。
《史记》卷５４ 《曹相国世家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４４７～２４４８页。
《史记》卷６ 《秦始皇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９６页；《史记》卷８８ 《蒙恬列传》，第３０９５～３０９６页。



至于高帝五年迁都关中后，为什么没有立即恢复内史对关中的掌治，则要与当时关中的具体情
况相联系。
首先，营建新的都城长安尚需时日。刘邦决定迁都关中时，秦的故都咸阳已被项羽焚毁，而渭

水南岸的长安城还未动工。史载高帝五年设长安县，① 九月 “治长乐宫”，② 是为营建长安城之始。
在高帝七年二月 “长乐宫成，丞相已下徙治长安”③ 前，栎阳一直是汉的临时都城。长乐宫建成后，
刘邦才正式 “自栎阳徙都长安”。高帝九年，随着未央宫的完成，长安城的营建暂告一段落。④ 主持
未央宫工程的丞相萧何，对宏伟的皇宫所蕴含的寓意有深刻认识：

（七年）二月，至长安。萧何治未央宫，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大仓。上见其壮丽，
甚怒，谓何曰： “天下匈匈，劳苦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！”何曰： “天下方未
定，故可因以就宫室。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令壮丽亡以重威，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。”上
说。自栎阳徙都长安。置宗正官以序九族。⑤

汉初 “民亡盖臧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”⑥ 的窘迫现实，使未央宫的建成具有了更加
重大的象征意义。⑦ 它以人格化的形式，加强了统治者的自我心理暗示，更向天下昭告了皇帝和中央
至高无上的权威。
其次，经年战争导致关中地区人口剧减。在秦末以来的连年征战中，关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力损

耗。战争结束之初，关中人烟稀少，娄敬所言 “秦中新破，少民”， “今陛下虽都关中，实少人”，⑧

即其证。葛剑雄先生曾推测，汉初关中 “至多只有二三十万人”。⑨ 这显然与首善之区的地位不相匹
配，于是充实关中人口便成为当务之急。而从迁都关中到高帝九年，其间就有几次规模较大的徙民：

（五年）后九月，徙诸侯子关中。
（九年）十一月，徙齐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姓关中，与利田宅。瑏瑠

另据 《史记·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，高帝九年的徙民还包括燕、赵、韩、魏之后和豪杰名家，举凡十余
万口，瑏瑡 可见力度和决心之大，同秦统一六国后 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”瑏瑢 如出一辙。此外，
高帝七年在丽邑置立新丰，并 “徙丰民以实之”，瑏瑣 规模亦颇为可观。当然，汉初充实关中人口的措
施不止徙民，还有列侯不得迁往关外封地、关内侯须居关中等，也起到了相应作用。瑏瑤 要之，大量关
东移民，特别是豪强富户的入关，不仅有效缓解了关中人口匮乏的危机，还为巩固中央统治、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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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瑏瑡

瑏瑢

瑏瑣

瑏瑤

《汉书》卷２８上 《地理志上》，第１５４３页。
《汉书》卷１下 《高帝纪下》，第５８页。
《史记》卷８ 《高祖本纪》，第４８０页。

汉惠帝时复有长安城垣的修筑，参见 《汉书》卷２ 《惠帝纪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８９～９１页。
《汉书》卷１下 《高帝纪下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６４页。
《汉书》卷２４上 《食货志上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，第１１２７页。

巫鸿先生通过比较长乐宫与未央宫的差别，从建筑史角度就未央宫对新建的汉帝国的象征意义作了深入探讨，参见 ［美］巫鸿：
《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 “纪念碑性”》，李清泉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，第２００～２０１页。
《史记》卷９９ 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３２７６页。

葛剑雄：《中国移民史》第２卷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６７页。
《汉书》卷１下 《高帝纪下》，第５８、６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９９ 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，第３２７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６ 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３０４页。
《汉书》卷２８上 《地理志上》，第１５４４页。

参见 《中国移民史》第２卷，第８９页。



关中的地区优势奠定了基础。
综上所述，高帝九年恢复以内史掌治关中，是西汉迁都后一系列重要工作相继展开之下水到渠

成的结果。如若没有上述两点作为大前提，就不足以通过内史实现进一步 “强本弱末”① 的目的。

二、汉初内史不掌全国财政

由于在高帝元年 “执盾襄为治粟内史”② 后，直至汉文帝元年才又出现关于治粟内史的记载，③

前揭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之中亦没有言及治粟内史，而内史一方面在战国时期曾有管理
全国财政事务的职能，治粟内史正是秦统一后从其内部分化出的，另一方面它在汉初的持续存在也
有更充分的依据，故有学者提出，襄之后治粟内史的设置一度中断，吕后二年甚至汉文帝以前掌管
全国财政的是内史④。对于这种观点，我们以为欠妥，原因有二：
一是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》中能分辨职能的内史皆掌治京师。
除了 《秩律》，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》还有多处涉及内史：

①县道官之计，各关属所二千石官。其受恒秩气稟，及求财用年输，郡关其守，中关内史。
受 （授）爵及除人关于尉。都官自尉、内史以下毋治狱，狱无轻重关于正；郡关其守。 （２１４－
２１５）⑤

②官各以二尺牒疏书一岁马、牛它物用稾数、余见刍稾数，上内史，恒会八月望。（２５６）⑥

③相国上内史书言，请诸 （诈）袭人符传出入塞之津关，未出入而得，皆赎城旦舂；将
吏智 （知）其请 （情），与同罪。·御史以闻。·制曰：可，以 论之。（４９６－４９７）

④相国下 〈上〉内史书言，函谷关上女子 传，从子虽不封二千石官，内史奏，诏曰：入，
令吏以县次送至徙所县。（５０３）

⑤其买骑、轻车马、吏乘、置传马者，县各以所买名匹数告买所内史、郡守，内史、郡守
各以马所补名为久久马，为致告津关，津关谨以藉 （籍）、久案阅，出。（５０７）

⑥相国议，关外郡买计献马者，守各以匹数告买所内史、郡守，内史、郡守谨籍马职 （识）
物、齿、高，移其守，及为致告津关，津关案阅，津关谨以传案出入之。（５０９－５１０）

⑦相国上内史书言，诸以传出入津关，而行 子 未盈一岁，与其母偕者，津关谨案实籍书
出入。·御史以闻，制曰：可。（５１２）⑦

纵观以上诸简，绝大多数都明白无误地揭示了汉初内史掌治京师的职能，⑧ 主要包括接受京师地
区的上计，管理津关以及关内的马匹买卖等。疑点比较多的就是简②，不少学者将它视作汉初内史
掌管全国财政的重要依据。但事实上彼时内史的财政职能仅限于受其行政管辖的京师地区，并不负
责全国的上计，该职权掌握在丞相手中。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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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《史记》卷９９ 《刘敬叔孙通列传》，第３２７６页。
《汉书》卷１９下 《百官公卿表下》，第７４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６ 《陈丞相世家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４９０页。

参见尹弘兵：《汉初内史考———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》，《江汉考古》２００８年第３期，第１１３页。
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［二四七号墓］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３７页。
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［二四七号墓］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４４页。
《张家山汉墓竹简 ［二四七号墓］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８４、８５～８６页。

张家山汉简 《注释》将简① “郡关其守，中关内史”的 “中”释为 “朝中官署”，然此处 “中”与 “郡”对举，实指关中、秦
中。参见陈伟：《张家山汉简 〈津关令〉涉马诸令研究》，《考古学报》２００３年第１期，第４２页；李伟：《西汉财政政策研究》，

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２０１２年，第４３～４４页。



（张苍）迁为计相，一月，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。是时萧何为相国，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
史，明习天下图书计籍。苍又善用算律历，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，领主郡国上计者。①

兼及萧何之后，曹参 “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萧何约束”，② 汉惠帝、吕后垂拱而治，“政不出房户，天
下晏然”，③ 这段时间出现制度骤然变更的可能性很小，是以简②反映的也当是内史对京师地区上计
的受理。根据张荣强先生的研究，简文中上计之 “官”具体指的是太仆官属。而 “恒会八月望”的
计簿呈报时间，则从侧面印证了此条律令的适用范围是京师地区：“考虑到内史治所就在京城，路途
较为近便，在京寺属送计内史的时间可能较晚，外地县道上计的时间当早于八月。 《田律》曾提到
‘县道已垦田，上其数二千石官，以户数婴之，毋出五月望’，或许就是县道上计的规定。”④ 依此，
关于简②适用范围的一些疑问也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。
二是内史若同时掌管京师地区和全国财政事务，则权力过大。
首先，汉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本就相当有限。“汉独有三河、东郡、颍川、南阳、自江陵

以西至蜀，北自云中至陇西，与内史凡十五郡，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。”⑤ 内史所属的京师地区更
是重中之重。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按照长吏秩级记载的汉初各郡辖县，每个秩级的排列
都以内史为起始。周振鹤先生根据秩级的不同，将所有县划分为五个等级。在大约十八个一等县中，
内史至少占去了七个 （栎阳、长安、频阳、新丰、槐里、好畤、郤阳），⑥ 足见其突出的优势地位。
再加上迁都后大量关东豪强富户的入关，以及 《二年律令·津关令》对人口还有马匹、黄金、铜等
重要物资流往关外的严格限制，汉初内史治下的人口、赋税数量皆远在其他诸郡之上，亦是不难想
见的。在此情势下，如果内史还兼管全国财政，就不再是 “强本弱末”，而是走向矫枉过正的极端
了。更何况汉初内史的权力实际是受制约的，前揭 “都官自尉、内史以下毋治狱，狱无轻重关于
正”，或许就是为了削弱内史职权而制订的律条。不过，终汉之世内史并非一直没有治狱权。武帝时
酷吏宁成、义纵、王温舒、咸宣皆得为内史，他们治民 “所诛杀甚多”、“奸邪少禁”、“痛以重法绳
之”，⑦ 都可证明当时内史已经获取了足够的治狱权力。但也必须看到，上述人等担任内史时，原先
的内史已经在汉景帝二年分为了左右内史，其治狱权的获得很可能是以管辖区域的分割为代价的。
由此可见，汉代统治者很注意对内史权力的控制和把握，使之既不违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，又不
至于过分膨胀，当是最理想的结果。
其次，汉初的内史与战国时期的秦内史发展轨迹不同。虽然我们赞同商鞅变法以来秦内史具有

掌治关中和管理全国财政事务的双重性，但它的职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，这与汉初的内
史有霄壤之别。史载秦孝公十二年，“并诸小乡聚，集为大县，县一令，四十一县”。⑧ 论者或认为这
些县都是秦国国君 “直接统治的王畿京师 （邦）之下的属县”，⑨ 然而置县并不一定就仅仅局限在京
师地区，因为如果只在国君直接管辖的地区置县，而其他地区却依旧听任分封制行之的话，则显然
有悖于其整合地方行政制度的意图。所谓 “百县之治一形，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，过而废者不能匿
其举。过举不匿，则官无邪人”，瑏瑠 便体现了推行县制对于整齐一国制度的作用。故尽管没有确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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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卷９６ 《张丞相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３２２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４ 《曹相国世家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４５１页。
《史记》卷９ 《吕太后本纪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５１５页。

张荣强：《汉唐籍账制度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１９７页。
《史记》卷１７ 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９６２页。

周振鹤：《〈二年律令·秩律〉的历史地理意义》，《学术月刊》２００３年第１期，第４６～４７页。
《史记》卷１２２ 《酷吏列传》，第３７９３、３７９７、３７９９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 《秦本纪》，第２５５页。按：一说 “三十一县”，参见 《史记》卷１５ 《六国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８６７页；
《史记》卷６８ 《商君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６９８页。

杨振红：《从秦 “邦”、“内史”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，第６６页。

蒋礼鸿：《商君书锥指》卷１ 《垦令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１６页。



资料能够证实当时的置县情况，但笔者以为，商鞅变法所设之县还是应当遍布于秦国大部分地区。①

只是战国中期秦国的疆域并不大，② 所设县中有许多也确实位于关中京师地区。③ 这或许就造成了内
史不仅在行政上是总领京师的长官，还因过去在周制下曾作为天子或诸侯国君的辅佐所具有的显
要地位，以及供职于京师的特殊性，而在财政上与全国诸县有密切联系。其后固然随着秦的开疆
拓土，在京师以外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郡，但由睡虎地秦简可知，内史对郡下各县的财政管理并未
发生改变。④ 陈长琦先生指出，战国时期的郡没有明确的行政、财政以及司法职能，就其性质来
说还是军区而不是政区。⑤ 游逸飞先生亦认为：“战国秦郡郡守最早拥有的权力应为军事权，郡守
取得司法、财政、人事等权力的时间晚于军事权。”“当郡的地方行政功能尚未成熟时，内史可谓
战国秦国地方行政的主要枢纽。”⑥ 可见彼时郡县制虽已确立，但是郡对县的统辖关系尚比较松
弛。除此之外，古贺登先生所论 “通过商鞅而形成的耕战体制，其内在机制是能够以县为单位与
敌交战”，⑦ 也可备一说。
内史的财政职能的管辖界限既随秦的版图扩张而延伸，其权力的增长幅度亦应由新设置的郡的

数量决定。从秦惠文君十年设上郡，到秦王政十七年灭韩设颍川郡之前，⑧ 在接近百年的时间里，一
共只设置了十多个郡。而从秦王政十七年到最终统一六国的不到十年内，则是置郡最为密集的阶段，
秦 “分天下为三十六郡”⑨ 中剩余的一多半都是此时设置的。这证明了秦内史的权力不是开始就有一
个固定的体量，中间实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。换言之，秦内史之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得
以保有双重性，应与其权力的增长并未超过统治者所能允许的范围有关。秦统一后治粟内史从内史
之中析出，既是职官专门化的表现，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统治者有意识地取消内史对财政的总裁，强
化其掌治京师职能，使之权力回归平衡状态的举措。与秦内史相比而言，汉初的内史显然不具备前
者的历史条件。且不说这是否属于在原有制度演变基础上的倒退，但能肯定的是，如果同样被赋予
双重性，汉初的内史是断不会经历权力逐渐累积的过程的。一个权力过分集中的内史的横空出世，
也与巩固皇权主义制度基础的要求背道而驰。因之发展轨迹的不同，是秦内史能够具有双重性而汉
代内史无法实现这一点的根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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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学者根据 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“集小都乡邑聚为县”认为，商鞅推行县制时 “国家权力在进入所谓 ‘大都’、‘中都’时，受
到了以大都、中都为依靠的宗室贵族等暗中势力的阻碍，因此能编入新县的只是 ‘小都’而已”（参见 《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
家与社会》，第６４～６５页）。笔者以为，此处 “小”实际是相对 “并诸小乡聚，集为大县”当中的 “大”而言，因为都乡邑聚皆
归并到了县这一范围更广的行政区划中，所以才有小大之别。而对于秦 “宗室贵族等暗中势力的阻碍”，亦不应作过高估计。一
者秦的公族势力比东方各国要小得多，很可能并没有形成世族；二者秦的卿大夫基本以外来人才为主，亦不具备形成世族的条
件 （参见唐明亮：《春秋时期秦国与东方各国卿大夫阶层之比较》，《廊坊师范学院学报》２００９年第５期，第５１页）。因此即便确
实存在对宗室贵族的某种妥协让步，也应是基于推行县制的大前提之下，这一点或可从都官的设置中找到踪迹。

孝公初年，秦国的统治范围仅有今甘肃省东南部、陕西省沿渭河两岸及河西 （黄河以西、洛水以东）地区，小部分土地伸入到
函谷关 （今河南省灵宝市），并设县陕 （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）。参见后晓荣：《战国政区地理》，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２５
页。

参见徐卫民：《秦内史置县研究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２００５年第１期，第４２页；吴良宝、秦凤鹤：《战国至秦代内史辖县新
考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２０１６年第２期，第１２５页。
《史记》卷７７ 《范雎蔡泽列传》有王稽 “为河东守，三岁不上计”（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９１５～２９１６页），事在范雎相秦
后，说明至迟到秦昭襄王晚期，已有郡上计中央。但是否形成县到郡、郡再至于中央的层级上计制度，则尚不能肯定。

参见陈长琦：《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》，《河南大学学报》１９８７年第１期，第２６页。

游逸飞：《从军区到地方政府———简牍及金文所见战国秦之郡制演变》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ｂｓｍ．ｏｒｇ．ｃｎ／ｓｈｏｗ＿ａｒｔｉｃｌｅ．ｐｈｐ？ｉｄ＝
２６４３，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。

转引自 ［日］工藤元男：《秦内史》，刘俊文主编：《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 （上古秦汉卷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，

第３１７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 《秦本纪》，第２５８页；《史记》卷４４ 《魏世家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２２２页；《史记》卷６ 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

２９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６ 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３０３页。



顺便再谈谈治粟内史的问题。
从传世史料来说，尽管 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在襄之后确实没有对治粟内史继任者的记载，但

必须澄清的是，从襄到汉景帝后元二年的大农令惠，① 其间治粟内史的任职者实际全部阙载。即便汉
文帝元年和汉景帝中元六年②皆确知设有治粟内史，在表中亦没有留下一鳞半爪。这说明，不能简单
地将襄之后继任者的阙载与治粟内史的存废相关联。加之 “夫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”，③ 以人物
为主体的纪传体通史，强调史书的叙事功能，譬如 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关于治粟内史的记载：

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，朝而问右丞相勃曰： “天下一岁决狱几何？”勃谢曰： “不知。”
问：“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？”勃又谢不知，汗出沾背，愧不能对。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。平
曰：“有主者。”上曰：“主者谓谁？”平曰：“陛下即问决狱，责廷尉；问钱谷，责治粟内史。”④

其本意欲借周勃的无知反衬陈平的老练持国，即所谓 “古人作史，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
指者，惟太史公能之”，⑤ 并非专为称述治粟内史，只不过因为治粟内史恰好出现在对话中，所以才
被记录下来。这绝不是说治粟内史微不足道，更不是质疑类似记载的价值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除
了直接记述典章制度的内容，正史对职官的关涉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。因此，不宜也不应该排除
襄之后一直设有治粟内史，却未在史籍中留下记载的可能性。
至于 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没有出现治粟内史的原因，一则可能是漏记了，同宗正的情况一样；

二则可能是 《秩律》中的 “内史”同时指代内史和治粟内史两种职官。如前所述，《二年律令》中能
分辨职能的内史皆掌治关中，这就意味着在 《秩律》所记的两千石级别官吏中，除了掌管帝室财产
的少府令，没有专门执行国家财政管理的职官。考虑到秦代以来内史和治粟内史之间的特殊关系，
似乎只有内史与治粟内史统称为 “内史”，才能对 《秩律》中的缺失做出近乎合理的解释。阎步克先
生指出：“根据 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，汉初内史有二：掌京师的内史和掌谷货治粟内史。《秩律》之
‘内史’，应含两种内史在内。这样也合于内史紧接着廷尉的排序———廷尉掌法制，居第二；治粟内
史掌财政，居第三。这个排序大概也属 ‘汉承秦制’，合于秦国内史主财政的悠久传统，以及秦人明
法富国的传统国策。”⑥ 以 “内史”同时指代内史和治粟内史，当与内史长期以来较高的地位和影响
力有关。而治粟内史不仅晚出，且正是从内史之中分化出来的，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，难免还是
会受到历史惯性的左右。汉景帝中元六年改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前，治粟内史始终没有在名称上完成
与内史的正式分离，便说明了一定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不能断然否认治粟内史在襄之后的存在。

三、结语

本文着重辨析了关于汉初内史的两个问题。高帝九年以前汉据有关中却不用内史治关中，一是
由于刘邦集团最初没有在关中建都的打算，“殷内史杜恬”的记载可以佐证；二是新的都城长安尚未
开始营建，战争结束之初关中地区人口稀少，随着一系列准备工作的相继开展，恢复内史对关中的
掌治，实现进一步 “强本弱末”的条件才逐渐成熟。而内史从汉政权建政起就被设立，则与周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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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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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》卷１９下 《百官公卿表下》，第７６６页。
《史记》卷１１ 《孝景本纪》：“更命……治粟内史为大农。”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５６１页。

刘知几撰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 （上册）》卷６ 《叙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，第１６５页。
《史记》卷５６ 《陈丞相世家》，第２４９０页。

顾炎武著，黄汝成集释，栾保群、吕宗力校点：《日知录集释 （下册）》卷２６ 《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
版，第１４２９页。

阎步克：《从 〈秩律〉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２００３年第５期，第９３页。



来内史所享有的较高地位，以及战争频仍的时代背景有关。
汉初内史不掌全国财政，一方面在张家山汉简 《二年律令》中能分辨职能的内史皆掌治关中，

当时总管国家财政的是丞相；另一方面，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本就十分有限，且比之战国时期
的秦内史，汉初内史的发展轨迹存在明显差异，如果同时掌治关中和管理全国财政事务，则权力过
大。此外，综合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来看，不能断然否认汉初治粟内史的持续存在。
通过以上辨析还可以得出一条启示。所谓 “汉承秦制”，实际并不仅仅是对秦制中许多具体内容

的继承，对周秦以来制度演变历程的继承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。尤其是后者，它的
重要意义往往为后人所忽略。秦汉制度沿革的此种历史底蕴，恰恰保证了内史等职官的总体发展趋
势不被打断，从而能够沿着既有轨道，按照不同时代的要求，继续演化下去。

本文作者：历史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
责任编辑：龚赛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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